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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国省域面临着FDI引入、环境保护、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特征及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转型问题，以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各省域的创新效率。从基于引力模型的省际创新要素流动视角构建空间关联流动权重，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FDI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讨论了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表明：（1）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FDI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挤出效应，尤其在R&D资本流动权重下此挤出效应更为明显；（2）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尤其在下此杠杆效应更为显著；（3）加入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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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FDI Affect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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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province region facing FDI,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innovation elements flo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nnovation. This paper,select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between 2004 and 2015 in China as the sample,uses the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o measure the provinci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gravity model,the spatial association flow weights are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factors of innovation between province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FDI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Research shows that: (1) R&D in personnel flow weight and R&D in capital flow one,FDI in the province and its surrounding provinces has dynamic heterogeneity significant squeezing effect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more obvious especially in the R&D capital flow weight;(2)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province and its surrounding provinces has a significant leverag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province,more obvious especially in the R&D capital flow one;(3)adding the interaction of FDI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e province and its surrounding provinc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has inverted U-type dynam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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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引入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能够引致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难以显著地带动创新质量及其速度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和资源型经济。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劳动、资本等物质性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从而导致资源能源消耗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在FDI流入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至中国也带来环境污染的转移，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以GDP为核心的锦标赛竞争的压力[1]，出于晋升、政绩考核等目标，降低环境规制要求，竞相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由于FDI效应的存在，由其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难以避免。
区域创新能力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最根本动力[2]。而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表现是区域创新效率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亦是新常态下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落实创新驱动战略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内生式优化与升级，强化技术创新能力。
从FDI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现实角度出发，主要存在两条路径：一是FDI对区域自身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二是FDI通过空间溢出方式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即依靠其他区域的要素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用于创新效率提升的要素分布于不同区域空间单元，且呈现动态流动态势，即为空间关联。本文基于空间关联权重下考察FDI如何影响区域创新效率，并探讨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从区域内、外要素投入及其空间流动方式能够较为深入地剖析出FDI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科学路径，这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FDI与东道国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学术界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肯定了FDI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Aitken和Harrison指出，只有东道国在满足丰裕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态的经济环境条件下，FDI能够推动经济发展[3]。王红领等的研究利用企业自主研发指标，说明FDI能够促进中国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4]。张宏元等认为，FDI能够显著地正向促进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每提高1%，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0.08%，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增加0.13%。第二种观点认为FDI阻碍技术创新[5]。李晓钟等认为FDI不仅对中国区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偏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中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具有“挤出”效应[6]。徐德英等的研究指出，技术获取型FDI溢出阻碍中国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7]。第三种观点认为FDI对技术创新存在“门槛效应”。余泳泽运用1995-2009年高新技术行业13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提出“技术势能”假说，利用门槛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条件”[8]。罗军等基于中国省域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研究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存在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的显著性“双门槛效应”[9]。
张中元和赵国庆认为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且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FDI溢出的边际效应[10]。李斌，彭星和陈柱华的研究表明，从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来说，环境规制与治污技术创新之间具有U型关系[11]。白嘉，韩先锋和宋文飞基于技术效率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表明，FDI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双环节R&D转换效率及转化效率具有差异性影响，且环境规制对双环节R&D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正效应[12]。
目前，就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的研究，主要以对中国的区域创新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予以检验。张玉明，李凯的研究表明，中国省域创新产出具有非随机分布，即存在空间依赖[13]。李婧，谭清美和白俊红利用Moran’s I指数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的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14]。方远平，谢蔓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发现中国的区域创新要素具有正向的空间关联性。Moran散点图和LISA局部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间创新要素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关联性及集聚模式[15]。在此基础上，采用GWR进行的分析结果说明，中国省域创新要素对创新产出产生了差异性的空间效应。有些学者利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检验验证，中国的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集群趋势，且在整体上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也呈现出区域差异性[16-17]。
对于研究方法而言，传统计量经济学没有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已有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区域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相关性。但Anselin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空间数据几乎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18]。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来分析区域间的空间关联问题。虽然这一技术已经被应用于创新领域的研究，但它们几乎是从区域间存在某些特有的空间共性禀赋的接近性分析区域间的空间相关关系，忽略了对区域间要素动态流动而引致空间关联效应的研究。其实，从要素省域流动这一动态化空间视域出发，可以深入地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动态异质性影响。
梳理文献后发现，鲜有文献纳入空间因素分析FDI对省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分解效应影响，尚未从省际要素动态流动这一动态化空间关联出发，较为深入地剖析了FDI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动态影响。此外，考虑FDI和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还相当缺乏。本文尝试着讨论以下问题，省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产生的原因是怎样的？在省域间要素动态流动下，FDI是如何影响省域创新效率的？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是怎样的？本文在方法和内容上揭示FDI影响中国省域创新效率的“黑箱”，对探索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3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3.1模型设定
我们梳理文献后发现，一个区域创新效率不仅受到区域内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周围区域因素的影响。创新效率自身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创新效率空间关联性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将空间效应纳入实证模型中，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较为深入地探究FDI是如何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种基本形式。在模型选择上，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了空间滞后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影响，空间杜宾模型（SDM）是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更为广义的空间计量模型，为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分析范式。作为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估计的模型，能够更好地估计不同观测个体产生的溢出效应和基于面板数据测算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中国的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性客观存在，为此在计量模型设定时需要考虑纳入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因此，本研究从空间杜宾模型出发，以便更好地反映现实问题。具体而言，设定本文的SDM模型一如下：
                                       









式（1）中，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解释变量，为空间权重矩阵，为常数项，、、、、为待估参数。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考察中国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省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构建模型二。
3.2空间关联的测度

本文空间关联度量以及空间计量分析的关键在于空间关联矩阵的构建。本文中的空间关联主要是指省域创新系统之间由于不同空间创新要素流动而产生的相互作用。本文拟利用引力模型对省域创新系统之间的空间关联进行测度。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的“引力法则”，其核心内涵是指两物体间作用力的大小与其质量正相关、与其距离负相关。最早由Tinbergen将其引入经济学领域并成功地做出相应的研究与拓展。后来在区域空间联系研究中，引力模型被用于研究航空运输和城市网络结构等方面[19-21]。该模型现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测算、人口迁移、国际投资等领域，正逐步成为研究区域或国际要素空间相互作用的一个主流模型。其简化的一般形式如下：





式（2）中，表示i、j省域之间的空间联系强度；K为常数，通常取1；和各自表示i、j省域的某种规模量，如人口数等；表示i、j省域之间的距离。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将引力模型引入区域间创新系统的空间关联研究中，凭借空间关联矩阵的合理构造，对区域间创新系统由于创新人员要数和创新资本要数流动产生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测度。创新人员的空间关联强度表示如下：                                             
                                                         




式（3）中, 表示i、j 省域间创新人员的空间关联强度；K为常数，取其值等于1；和各自表示i、j省域间的创新人员数量，用省域R&D人员表示；表示i、j省域省会之间的距离。式（3）的内涵在于，省域间创新人员的空间关联强度与两地间的创新规模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如此，本文便可以利用矩阵的形式，定义任意两地间创新人员的空间关联矩阵强度。对于空间关联矩阵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具体定义如下：              

式（4）中，表示空间关联矩阵中的一个元素。
同理，创新资本的空间关联矩阵也可以参考式（3）和式（4）设置，只要将其中的创新人员换成创新资本即可，这里的区域创新资本用R&D内部经费支出表示。

4变量与数据
4.1数据来源
考虑样本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域（西藏除外）相关研究变量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所使用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5-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相关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进行相应折算。另外，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和异方差，对所有变量采用对数形式。
4.2变量说明
4.2.1被解释变量说明
关于测算省域创新效率的方法大概分为非参数法与参数法。前者主要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代表，该方法利用线性规划知识测度效率，虽不需要设定具体形式的生产函数，但设定了明确的边界，又不考虑测度误差的存在而具有不足之处。后者主要以随机前沿分析（SFA）为代表，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其具有坚厚的经济理论基础，能够清晰地描述生产的过程，通过设定影响生产效率的随机噪声的分布形式，分离了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两个独立的误差项，降低异常值的冲击与数据收集及处理的复杂程度，且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选用SFA测算省域创新效率，以提高省域创新效率的准确性。另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比较灵活，主要在于其允许较多的替代与转换模式。故本文参考Battese and Coellin[22]的研究，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算省域创新效率。具体形式如下：
 






式（5）中，i和t分别表示省域数与年份，INNOVY为实际省域创新产出，由各省域专利申请量表示，RDL和RDK分别表示省域创新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分别由R&D人员和R&D内部经费支出表示；为复合扰动项，其中，表示随机扰动项，；为技术非效率项，且利用设定的形式；。                 
    
                                                     
从式（6）可以看出，需要测算的变量有省域创新投入与产出。省域创新效率为ln（te）,后文在实证分析中记为lny。
关于省域创新投入的指标，主要由R&D人员和R&D资本存量表示。其中，R&D人员投入由R&D人员全时当量来表示。对于R&D资本存量的测算，本文参考吴延兵[23]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存量计算，如式（7）所示。                                             
 




式（7）中，表示R&D资本存量；为折旧率，取折旧率等于15%；表示i省域第t-1期的实际R&D经费支出，采用R&D支出价格指数（分别赋予各省域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权重为0.55和0.45进行折算）[24]，对R&D经费进行平减处理，换算成实际值。
对于i省域基期资本存量



式（8）中，表示基期的资本存量，表示基期的实际R&D经费支出，g表示实际R&D经费支出的几何平均增长率。此为测算R&D资本存量的全部核心步骤。
4.2.2解释变量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lnFDI）。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关联效应、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溢出效应，由于多重效应的存在，对省域创新生产活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文遵循文献上的通常做法和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各省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各省域GDP的比值来测度FDI。
环境规制（lner）。鉴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工具，不论是自愿性环境规制工具还是调控性环境规制工具，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固定模式。统计资料中难以直接获得环境规制工具的数据。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取性，本文选用各省域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测度各省域的环境规制强度。
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本文引入此项主要是考虑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指标说明同上文。
要素禀赋（lnre）。一般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要素资源越丰裕，创新活动的拉动效应越强，机制转换功效越强，创新效率的提升越高。本文选用资本与劳动的比值衡量要素禀赋，其中，资本指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劳动指标以各省域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来衡量。
产业结构水平（lnsh）。一般情况下，省域内产业结构水平可以促进本省域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可以有效地影响省域创新效率，但就邻近省域产业结构水平对该省域创新的影响却存在很多外在不确定性因素。本文借鉴刘伟等[25]、田新民等[26]的做法，采用各省域不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其劳动生产率乘积之和来测度。测度方法如下：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lnfra）。基础设施为省域创新活动的运行提供基础保障及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及其利用效率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省域间的信心和技术共享，越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可持续开展[27]。创新活动的运行需要信息和知识的传输，这对于通讯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对处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省域而言要求更高。本文用各省域通讯基础设施中的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来表示省域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5估计结果与分析
5.1空间相关性检验







利用空间计量做实证分析的第一步是要判别研究变量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检验研究变量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的经常选用的测度指标有、、、 指数等，大量文献所做的结果表明，指数是对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效度较好的测度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10）中，，，代表第个省域，表示省域个数，是空间权重矩阵。值的取值范围在（-1,1），其绝对值越大，说明该对象的空间相关性越强。若值大于0，说明该对象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若值小于0，则表示负向的空间相关性；若值等于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表1 2004-2015年中国省域创新效率的Moran’s I指数
	年份
	

	


	
	I
	sd（I）
	t
	I
	sd（I）
	t

	2004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05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06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07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08
	0.124***
	0.038
	4.209
	0.122***
	0.039
	4.032

	2009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0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1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2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3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4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2015
	0.124***
	0.038
	4.210
	0.122***
	0.039
	4.03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1报告了2004-2015年中国省域创新效率的全域指数值，基于空间关联流动权重和的估计结果，省域创新效率的指数值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省域创新效率均在全域范围内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具有全域范围内的明显空间集聚特征，对周围省域的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可知，有必要纳入空间因素探讨省域创新效率的问题。
5.2实证结果分析
Baltagi指出，若样本是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出来的，则随机效应模型更为适宜。如果样本限定于某些特定个体，那么含个体效应的模型则较为合适的。Elhorst指出，样本是特定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临接的地理单元的时空数据，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更为适宜[28]。本文直接报告了对数似然值最大的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地区时间双固定

（）
	地区时间双固定

（）
	
地区时间双固定（）
	
地区时间双固定（）

	

	-0.018 6*（-1.87）
	-0.041 8（-1.40）
	-0.020 5**(-2.19)
	-0.040 2(-1.46)

	

	0.013 1*（1.92）
	-0.016 4（-0.52）
	0.011 3*(1.64)
	-0.013 7(-0.48)

	

	
	-0.007 2（-0.87）
	
	-0.006 2(-0.80)

	

	0.038 7*（1.72）
	0.031 7（1.45）
	0.041 2**(2.09)
	0.034 8*(1.83)

	

	0.051 0**（2.39）
	0.054 5***(2.72)
	0.049 3**(2.30)
	0.052 8***(2.64)

	

	0.037 6**（2.26）
	0.038 3***(2.65)
	0.036 8**(2.28)
	0.037 9***(2.76)

	

	-0.116 4(-1.44)
	-0.623 0**(-2.46)
	-0.145 8*(-1.95)
	-0.670 8***(-2.77)

	

	0.051 4**（2.20）
	-0.452 3**(-2.01)
	0.063 1***(2.60)
	-0.463 6**(-2.13)

	

	
	-0.138 2**(-2.18)
	
	-0.145 3**(-2.33)

	

	0.338 8***（2.69）
	0.324 9***(2.88)
	0.361 3***(3.13)
	0.360 1***(3.50)

	

	-0.275 8(-1.20)
	-0.335 1(-1.51)
	-0.191 7(0.355)
	-0.246 3(-1.21)

	

	0.296 0**(2.04)
	0.188 6(1.21)
	0.290 7**(2.48)
	0.171 4(1.43)

	

	0.970 1
	0.964 4
	0.972 9
	0.972 1

	

	0.000 5***
	0.000 5***
	0.000 5***
	0.000 5***

	

	850.425 0
	859.342 6
	862.520 3
	872.234 2







表2报告了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的估计结果。由可知，本文选用模型是较为合理的。本文关注基于和模型一中FDI 和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分解研究及模型二中的FDI和环境规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具体解释如下：




（1）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本省域FDI对该省域的创新效率分别通过了10%和5%显著性检验水平，且系数为负，说明本省域FDI对该省域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这与FDI“抑制论”的观点相一致。可能原因是FDI在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同时，内资企业原有区域的技术主导权丧失，导致其专利申请量减少。此外，FDI对高新技术产业贡献不足，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省域创新能力的直接提升。，即周围省域FDI仅在R&D资本流动权重下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系数亦为负，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在于FDI的区位选择效应，倾向于兼具资源禀赋较好、交通“通达性”较高等省域。FDI“倒逼”的技术引进所产生的替代效应超过了技术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关联效应所引致的规模效应。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存在客观上的技术差距，本土企业难以通过“干中学”来获取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中国采取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29-30]，从而难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2）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本省域环境规制强度对该省域的创新效率均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水平，且系数为正，说明本省域环境规制强度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这可能在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引致显著的创新效应，加快创新系统对外界环境的感应和应急功效，提升创新效率。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即周围省域环境规制强度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分别通过了5%和1%显著性检验水平，且系数为正，说明周围省域环境规制强度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杠杆效应，且在R&D资本流动权重下这种杠杆效应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周围省域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由其空间溢出效应为本省域引致了正的外部性，尤其在R&D资本空间流动效应下更好地发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创新效应。这为“波特假说”找到了在截面、时间及其动态空间维度上的中国证据。从另一方面说，加强省域间经济惩罚性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政策执行联动更有利于环境规制创新效应的空间溢出。政府角色同样不可忽视。



（3）考虑基于和的模型二，加入FDI和环境规制交互项后，无论是本省域还是周围省域的环境规制与该省域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动态关系，这与张成，陆旸和郭路等[31]观点有所不同。本省域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水平，说明本省域加强污染治理强度会显著抑制环境规制的产出效应[32]，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原因可能是：一方面FDI流入有利于治污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不利于FDI的引进，这与李志忠、陈果[33]和李斌，彭星和陈柱化[11]的观点相一致；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给企业产生了创新资金的挤出效应，相对有限资金分出来用于环境污染治理，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资金[34]。，即周围省域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水平，说明周围省域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此处分析与上文的分析类似，不再叙述。

，即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水平，且系数为负，说明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该省域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这主要在于几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会改变FDI的投资区位选择、吸收能力及政府引资政策，进而影响FDI的技术创新效应[34]；二是当周围地区竞相引入FDI，经济活动密度增加，必然伴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消耗的增加，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进而影响本省域的环境质量。此外，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分别是0.1382和0.1453，本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的绝对值分别是0.0072和0.0062，说明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相比较于本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影响，明显大于对该省域创新效率的挤出效应。从地区间的经济关联考虑，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密度较大，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特别是构成“外围—中心”结构时，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35]，对FDI产生更大的向心力，为了逐步地靠近中心市场，本省域在产业结构和产品多样性上均依附于周围省域的需求，从而将污染滞留在本省域，造成本省域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


（4）此外，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本省域产业结构水平对其自身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周围省域产业结构水平对该省域创新效率的挤出效应较小。

6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域2004-2015年的空间面板数据，纳入空间因素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FDI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动态异质性影响，明晰了FDI影响创新效率的复杂作用机理“黑箱”，并探究了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省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Moran’s I指数表明中国省域创新效率在全域范围内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对周围省域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2）在R&D人员流动权重和R&D资本流动权重下，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FDI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异质性的挤出效应, 尤其在R&D资本流动权重下该挤出效应更为明显；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动态异质性杠杆效应，尤其在R&D资本流动权重下该杠杆效应更为明显。
（3）考虑加入FDI和环境规制交互项后，无论是本省域还是周围省域的环境规制与该省域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动态关系；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对该省域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周围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空间交互效应相比较于本省域FDI和环境规制的影响，明显大于对该省域创新效率的挤出效应。
6.2建议
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引资战略，因地制宜地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中国的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受到地理空间位置的影响明显，各省域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和消化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省域要因地制宜、采用合理的招商引资方式，以最大程度上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注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内含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利用好本省域的基础设施。以外资带动内资，优化动能转化的空间布局，增强区域承载、产于集聚与人口集聚的能力。注重外资引进的过程中核心技术的吸收与消化能力，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技术引进与技术人才培养，强化其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
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措施。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机遇期，各省域政府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实施“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推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省域注重加强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新效率。
优化研发人员空间配置效应和引导功效。中国各省域政府根据各自的省情，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研发方面给予更多地人员支持及相应的差异化政策优惠，盘活现有研发人员，构建高水平的“人才高地”，发挥高品质研发人员的技术溢出效应，优化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政府要制定适宜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为人才引进提供科研平台建设、政策支持等保障，可以补充本省域的研发人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加强研发资本多渠道支持力度。各省域要紧跟市场变化，充分发挥市场在研发资本筹措和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破除省域间R&D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的机制障碍，多举措地营造有利于创新要素流动的外部环境，以便促进R&D资本的省域间流动，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拓宽R&D资本的筹资渠道，可以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分担研发风险，扩大创新生产规模，有利于省域创新活动的运行和创新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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